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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约束下的数字标牌优化选址
———以北京市六环路以内区域为例

毛珩懿１ꎬ王雨雪２ꎬ张　 珣１ꎬ３ꎬ张　 鑫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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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数字标牌优化选址研究欠缺考虑人文地理环境、布设成本和用户需求等约束ꎬ将数字标牌影响因

子数据多尺度空间化ꎬ统一多源数据的空间基准ꎬ构造数字标牌优化选址的多源影响因子和多尺度建模因子序

列. 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标牌多重约束最大覆盖模型ꎬ并采用改进的遗传算法求解模型ꎬ提出优化选址方案. 以
北京市六环路以内区域为例ꎬ对选址结果空间分布进行分析与总结. 以覆盖情况和运行时间作为评价指标ꎬ由所

提方法得到的最大受众覆盖率约为 ０.９３、最大覆盖受众数量为 １８５ ０５１. 结果表明该模型能有效耦合多源异构数

据优化选址ꎬ算法效果在多个指标下优于传统遗传算法和 Ｇｕｒｏｂｉ软件ꎬ有效提升了数字标牌投放的精准性及效

率ꎬ为实际公共基础设施布局优化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数字标牌ꎬ广告投放ꎬ最大覆盖模型ꎬ优化选址ꎬ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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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牌(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ｇｅꎬＤＳ)是通过大屏幕终端显示设备ꎬ在公共场所发布商业、娱乐和财经等信息

的多媒体视听系统[１－２] . 不同于传统的电视或报纸广告ꎬ数字标牌能够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广告投放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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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增强品牌曝光方面表现出色ꎬ还在提升客户互动体验和提高广告投放效益等方面展现了显著优

势[３－６] . 随着数字标牌的广泛应用及其市场的快速扩展ꎬ大量数字标牌缺乏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ꎬ未能得

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 目前针对数字标牌的研究主要关注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受众体验[７]、信息传递效

率[８]、位置推荐[９]等ꎬ科学地进行数字标牌空间分布优化和合理选址布局ꎬ成为行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数字标牌的空间优化选址属于商业点状物优化问题. 优化问题涉及资源配置、服务水平等ꎬ需要结合

具体研究目标进行空间决策优化ꎬ以获得符合需求的选址结果[１０] . 目前点状物优化选址多用基于数学模

型的空间优化方法、启发式及元启发式法、机器学习法. 其中ꎬ机器学习[１１－１２] 由于其在空间优化选址中强

大的数据处理和预测能力ꎬ近年来被运用于选址研究中ꎬ但由于其“黑箱”性质[１３]ꎬ其在商业决策过程中

缺乏一定透明度及可解释性. 基于数学模型的空间优化方法计算精度较高ꎬ但仅适用于数据及规模较小

的选址问题. 例如ꎬ北极地区的救援需求和设施分布相对稀疏ꎬＳｈａｎ 等[１４]采用区位覆盖集模型、双重覆盖

位置模型及 Ｐ 中值模型构建数学模型ꎬ实现了北极地区救援基地的最佳分配. 然而ꎬ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和

问题复杂度的提升ꎬ传统数学模型的求解时间会显著增加ꎬ甚至难以在合理时间内得出解. 而启发式及元

启发式法[１５]在问题规模较大或结构复杂的情况下ꎬ能够提供近似最优解. 栾兆亮等[１６]构建多目标地铁线

路规划模型ꎬ提出基于空间启发式算法的地铁线路智能规划方法ꎬ对地铁线路站点分布进行了高效规

划. 遗传算法作为一种模拟生物进化过程的启发式算法ꎬ由于其自适应性、无需依赖先验知识和全局优化

能力ꎬ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并取得显著成果[１７－１９]ꎬ但在面对复杂的 ＮＰ￣Ｈａｒｄ问题时ꎬ遗传算法仍存在早

熟收敛、局部搜索能力不足等问题.
为更有效地应对现有研究中选址方法在处理大规模和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性ꎬ本文考虑了多种数字标

牌的影响因子ꎬ统一数据尺度并进行相关性分析ꎬ构建了最大覆盖模型. 为克服传统遗传算法的不足ꎬ本
文通过引入自适应概率动态调整选择、交叉和变异ꎬ解决了固定概率导致的局部收敛和搜索效率低的问

题ꎬ并优化了交叉率和变异率ꎬ减少了早熟收敛风险. 此外ꎬ将最大覆盖模型的目标函数直接用于适应度

评估ꎬ其效果在多个指标下优于传统遗传算法和 Ｇｕｒｏｂｉ软件ꎬ有效提升了数字标牌投放的精准性及效率ꎬ
为实际公共基础设施布局优化提供了参考.

１　 数字标牌影响因子序列构建

１.１　 数据描述
表 １　 数据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数据类型 名称 来源

商业要素
房价数据
商业网点

大众点评数据

链家
北京市 ２０１３年经济普查

大众点评

交通要素
出租车轨迹数据
路网中心性数据

Ｔ－Ｄｒｉｖｅ 轨迹数据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社交媒体 微博签到数据 新浪微博

人口 人口普查数据 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字标牌 数字标牌基础数据 项目组积累

　 　 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包括数字标牌基础数据及

影响因子数据. 数字标牌基础数据包含北京市六环

路以内区域的数字标牌唯一标识、屏幕尺寸、播放价

格、点位地址信息等属性. 数字标牌产业作为现代

商业的组成部分ꎬ其应用效果受到社交要素、交通要

素、商业要素等商业活动要素的影响[９] . 而人口、交
通、商业环境及商业网点签到数据是影响数字标牌

布局与选址的主要因子. 因此ꎬ本文选取如表 １ 所

示的指标作为数字标牌影响因子数据.
１.２　 数据多尺度空间化

鉴于数字标牌影响因子数据的多源异构特性ꎬ对数字标牌基础数据及其影响因子数据进行空间化处

理. 研究采用点、面插值法以实现多源异构数据在统一空间尺度上的表达和建模. 首先以数字标牌为中心

创建一定半径的空间缓冲区ꎬ用以定义每个数字标牌的影响范围. 然后ꎬ将多源异构数据映射到所创建的

缓冲区内ꎬ并采用空间查询技术提取在每个缓冲区内与数字标牌相关的点数据. 通过这种方式ꎬ将各类数

据在相同的空间框架下进行表示与分析ꎬ确保不同来源数据能够在统一的空间尺度上进行融合与处

理. 最后ꎬ将生成的空间化数据转换为统一的影响因子序列ꎬ用于进一步的模型构建与优化分析.
考虑到空间数据的多粒度和多尺度特性ꎬ以及其属性数据间关系的变化性[２０－２１]ꎬ针对可塑性面积单

元问题(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ｌ ｕｎｉ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ꎬＭＡＵＰ) [２２]ꎬ现有研究常通过建立不同尺度的缓冲区进行比较分析ꎬ
以寻找合适的划分尺度[２３－２７] . 而缓冲区的尺度设定需考虑算法精度、数字标牌的可达性及各影响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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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范围. 借鉴前人研究[２８－２９]ꎬ本文设定缓冲区尺度为 ５０~２００ ｍ、步长为 ５０ ｍ.
考虑到数据量纲和数量级的多样性ꎬ首先对数字标牌影响因子数据进行删除异常值和填补缺失值的预处

理ꎬ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然后ꎬ将修正后的数据进行投影转换ꎬ并通过空间连接操作与 ２０１３年开展的第三次全

国经济普查时收集的北京市建筑物数据相结合ꎬ实现数据的空间化. 最后ꎬ将经过空间化及异常值处理后的数字

标牌区位因子作为样本点的属性数据ꎬ组成样本点ꎬ形成数字标牌影响因子空间数据ꎬ如下式所示:
ｘｉ ＝{ｘｉ１ꎬｘｉ２ꎬ􀆺ꎬｘｉｍ}ꎬｉ＝ １ꎬ􀆺ꎬｎꎬ (１)

式中ꎬｎ表示缓冲区的个数ꎬｍ表示数字标牌影响因子的个数.
从而得到样本点矩阵:

Ｘ＝

ｘ１１ ｘ１２ 􀆺 ｘ１ｍ
ｘ２１ ｘ２２ 􀆺 ｘ２ｍ
⋮ ⋮ ⋱ ⋮
ｘｎ１ ｘｎ２ 􀆺 ｘｎｍ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ꎬ (２)

式中ꎬｘｎｍ表示第 ｎ个缓冲区的第 ｍ个数字标牌影响因子.
通过最小值－最大值规范化处理方法对原始的样本点资料数据进行统一处理ꎬ如下式所示:

ｘ∗ ＝
ｘ－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ꎬ (３)

式中ꎬｘ∗为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字标牌影响因子数据ꎬｘ为原始数字标牌影响因子数据ꎬｘｍａｘ为全部区位样本

点中影响因子的最大值ꎬｘｍｉｎ为全部区位样本点中影响因子的最小值. 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字标牌影响因子

数据最后分别于 ５０~２００ ｍ缓冲区进行插值分析ꎬ使所有数据都能在统一的尺度上进行可视化及建模ꎬ完
成数字标牌影响因子的空间化ꎬ并得到数字标牌多尺度建模因子序列.
１.３　 数据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及分析数字标牌数据与各影响因子间的相关性ꎬ保留与数字标牌分布相关性较强的影

响因子ꎬ为构建优化选址模型简化因子选择.

图 １　 数字标牌影响因子相关性分析热力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ｅａｔ ｍａｐ

由于研究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ꎬ采用斯皮尔曼秩

相关系数进行数据的相关性分析. 分析结果如图 １所
示ꎬ与数字标牌布设强相关的因子有出租车轨迹数据、
大众点评数据和微博签到数据. 大众点评数据在反映

商业活跃度上更为有效ꎬ替代了人口数量和商业网点

数目. 出租车轨迹数据比路网中心性数据更能精确反

映人流密集区的交通情况. 微博签到数据则能够捕捉

人群聚集和活动频率ꎬ为广告投放热点区域的选定提

供有力依据. 因此ꎬ选定这 ３种数据作为数字标牌布设

的主要影响因子ꎬ用于构建优化选址模型.

２　 选址模型构建

２.１　 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构建

为最大化北京市六环路以内区域有限数字标牌

的服务辐射能力ꎬ以增加广告效益ꎬ模型以最大化覆

盖受众数量为目标函数. 首先ꎬ通过分析微博签到、出租车轨迹及大众点评等数据在数字标牌多尺度缓冲

区的特征ꎬ识别影响因子间显著的数量级差异. 其次ꎬ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对数字标牌多尺度建模因子序列

划分 ０至 ４五个级别ꎬ得出每一级别的分级数据. 最后ꎬ依据各类影响因子的分级数据ꎬ以数字标牌布设成

本、数字标牌布设数量、缓冲区内出租车轨迹与缓冲区交集的样本数量、微博签到及大众点评数据数量为

约束条件ꎬ完成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的构建.
目标函数旨在最大化覆盖研究区内受众ꎬ定义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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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Ｆ(ｘ)＝ ∑
ｎ

ｉ ＝ １
ｖｉｘｉ . (４)

约束函数为:
ｓｉ>１ꎬ (５)
ｈｉ>１ꎬ (６)
ｔｉ>１ꎬ (７)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ｐꎬ (８)

∑
ｎ

ｉ ＝ １
ｃｉ×ｘｉ<Ｃ. (９)

Ｘ＝{ｘ１ꎬｘ２ꎬ􀆺ꎬｘｎ}表示 ｎ块数字标牌位置的决策二进制变量集合ꎬ其中 ｉ∈[１ꎬｎ]ꎬｘｉ 表示第 ｉ块数字

标牌的位置是否被选择ꎬ如果数字标牌被选择ꎬ则 ｘｉ ＝ １ꎬ否则 ｘｉ ＝ ０.
Ｖ＝{ｖ１ꎬｖ２ꎬ􀆺ꎬｖｎ}ꎬ其中 ｖｉ 表示第 ｉ块数字标牌在 ５０~２００ ｍ范围内覆盖的受众的数量.
Ｓ＝{ ｓ１ꎬｓ２ꎬ􀆺ꎬｓｎ}ꎬ其中 ｓｉ 表示第 ｉ块数字标牌在 ５０~２００ ｍ范围内覆盖的大众点评数据的分级数.
Ｈ＝{ｈ１ꎬｈ２ꎬ􀆺ꎬｈｎ}ꎬ其中 ｈｉ 表示第 ｉ块数字标牌在 ５０~２００ ｍ范围内覆盖的微博签到数据的分级数.
Ｔ＝{ ｔ１ꎬｔ２ꎬ􀆺ꎬｔｎ}ꎬ其中 ｔｉ 表示第 ｉ块数字标牌在 ５０~２００ ｍ范围内覆盖的出租车轨迹数据的分级数.
式(５)定义了第 ｉ块数字标牌缓冲区的大众点评分级数应大于 １. 式(６)定义了第 ｉ块数字标牌缓冲区的

微博签到分级数应大于 １. 式(７)定义了第 ｉ块数字标牌缓冲区的出租车轨迹分级数应大于 １. 式(８)设置数

字标牌总数等于 ｐ. 式(９)表示布设数字标牌的总成本应小于 Ｃꎬ其中 ｃｉ 表示第 ｉ块数字标牌的价格.
以数字标牌为核心构建缓冲区ꎬ以 ２００ ｍ缓冲区为例ꎬ自然间断点法分级结果与数字标牌缓冲区数量

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数字标牌影响因子分级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级别
２００ ｍ缓冲区内样本点数量 /个

大众点评数据 出租车轨迹数据 微博签到数据

缓冲区数量 /个

大众点评数据 出租车轨迹数据 微博签到数据

０ ０~８３ 　 　 ０~１ ５１６ ０~３１ ７７９ ７６５ ７７４
１ ８４~２０２ １ ５１７~３ ８７０ ３２~７１ ７８８ ７８１ ７６７
２ ２０３~３８７ ３ ８７１~７ １７４ ７２~１２１ ７６２ ７５９ ７８１
３ ３８８~７３０ ７ １７５~１２ ０８３ １２２~２０２ ７４９ ７５９ ７６１
４ ７３１~１ １４２ １２ ０８４~２５ ９６１ ２０３~３５１ ７４５ ７５９ ７４０

２.２　 改进的遗传算法设计

数据量的增加导致优化模型变得复杂ꎬ因此求解数字标牌最大覆盖选址模型成为了 ＮＰ￣Ｈａｒｄ问题. 传统

数学模型无法求解 ＮＰ￣Ｈａｒｄ优化问题ꎬ因此需引入遗传算法求解. 改进的遗传算法流程如图 ２所示. 首先ꎬ将
每一个解作为染色体进行编码. 其次ꎬ初始化种群信息ꎬ修改适应性函数为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的目标函

数. 最后ꎬ依据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的约束函数执行遗传算子选择、交叉、突变过程. 其中ꎬ改进的算法将传

统的人工设定选择、交叉及突变概率修改为依据约束条件对染色体进行排序. 将符合约束条件的染色体按覆

盖数量排序ꎬ自适应地选择符合条件的染色体ꎬ通过多次迭代得到稳定的优化选址结果.
２.２.１　 染色体编码

在改进的遗传算法中ꎬ针对最优化问题的候选解以字符串形式编码为染色体. 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

型的候选解是从 ｍ个设施的集合中选择 ｋ 个设施的位置组合ꎬ定义为位置集合 Ｌ ＝ { ｌ１ꎬｌ２ꎬ􀆺ꎬｌｍ} . 因此ꎬ
此处染色体编码为整数字符串{ ｔ１ꎬｔ２ꎬ􀆺ꎬｔｋ}ꎬ表示被选中的 ｋ个设施的索引. 每个元素表示为 ｌｉ∈Ｌꎬｉ＝ １ꎬ
２ꎬ􀆺ꎬｋꎬ其中ꎬｋ个设施的潜在位置仅限于设施本身的位置. 例如ꎬ如果 ｍ ＝ １００ 且 ｋ ＝ ５ꎬ则染色体{２ꎬ３４ꎬ
７５ꎬ８７ꎬ９２}表示根据模型要求选择 ｌ２、ｌ３４、ｌ７５、ｌ８７和 ｌ９２的设施作为潜在位置ꎬ编码在染色体上.
２.２.２　 种群初始化

初始种群由用户自定义的 Ｐ条染色体组成ꎬ称为种群大小. 初始种群的每个染色体从{１ꎬ２ꎬ􀆺ꎬｍ}集
合中选择位置. 结合研究区域数字标牌数量ꎬ此处将 Ｐ分别设为 １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２ ５００ꎬ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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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改进的遗传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实验ꎬ对比不同 Ｐ值下ꎬ数字标牌覆盖受众的情况.
２.２.３　 适应度函数计算

设置遗传算法的适应度函数为模型目标函数ꎬ即最

大覆盖受众. 在迭代过程中ꎬ计算不同染色体的适应度

值ꎬ并根据这些值对染色体进行排序ꎬ确保遗传算法能

够更好地适应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的求解问题.
２.２.４　 遗传算子

遗传算法包含选择、交叉和突变 ３个核心算子ꎬ用
于从当前种群中创造出下一代种群. 交叉率和变异率

的选择通常是基于实际情况和经验ꎬ但过高的交叉率

和变异率会导致个体适应度较大波动ꎬ而过低的交叉

率和变异率又会导致搜索过程缓慢且可能过早收

敛. 因此ꎬ本文采用改进的自适应交叉算子和变异算

子来平衡两者之间关系ꎬ如下所示:

　 Ｐｃ ＝
Ｐｃ１ －

(Ｐｃ１ － Ｐｃ２)( ｆ′ － ｆａｖｇ)
ｆｍａｘ － ｆａｖｇ

ꎬ ｆ′≥ ｆａｖｇ

Ｐｃ１ꎬ ｆ′ < ｆａｖｇ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０)

　 Ｐｍ ＝
Ｐｍ１ －

(Ｐｍ１ － Ｐｍ２)( ｆ － ｆａｖｇ)
ｆｍａｘ － ｆａｖｇ

ꎬ ｆ≥ ｆａｖｇ

Ｐｍ１ꎬ ｆ < ｆａｖｇ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１)

式中ꎬＰｃ 表示交叉率ꎬＰｃ１为交叉操作的初始概率ꎬＰｃ２
为交叉率的下限值ꎻＰｍ 表示突变率ꎬＰｍ１为突变操作的

初始概率ꎬＰｍ２为突变率的下限值ꎻｆｍａｘ是当前群体中个体的最大适应度函数值ꎻｆａｖｇ是当前群体的平均适应

度函数值ꎻｆ′是两个交叉个体中较大的适应度值ꎻｆ是当前个体的适应度值. 从式(１０)和式(１１)可以看出ꎬ
当 ｆ或 ｆ′小于 ｆａｖｇ时ꎬ交叉率和突变率接近于其最大值ꎬ从而提高遗传算法的搜索能力ꎻ当遗传算法处于后

期且 ｆ或 ｆ′大于 ｆａｖｇ时ꎬ交叉率和突变率通过自适应调整逐渐降低ꎬ以确保遗传算法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全

局收敛性.

图 ３　 ５０~ ２００ ｍ 数字标牌缓冲区下的覆盖数量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５０－２００ 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ｇｅ ｂｕｆｆｅｒ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研究区概况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交流中心ꎬ同时也是全球数字标牌产业聚集的重要城市之一ꎬ
北京市六环路以内区域覆盖了北京市 ８５％的数字标牌. 查阅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可知ꎬ北京市六

环路以内区域作为中心城区和部分近郊区域的主要覆

盖范围ꎬ集中了较大比重的常住人口[３０] . 综合以上区域

特点ꎬ本文选取北京市六环路以内区域作为研究区.
３.２　 改进的遗传算法求解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

为避免因缓冲区尺度过大而消除相关地理信息ꎬ
以数字标牌 ５０~２００ ｍ 多尺度建模因子序列为输入ꎬ
并基于研究区数字标牌数量ꎬ将 Ｐ 设为 １０、５０、１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２ ５００ꎬ进行多组对比实验.

当 Ｐ值从 １０ 增加到 ２ ５００ 时ꎬ５０ ~ ２００ ｍ 数字标

牌缓冲区下的覆盖数量对比如图 ３ 所示. 随着缓冲区

尺度的增加ꎬ数字标牌覆盖受众的数量逐渐增加ꎬ当
数字标牌缓冲区为 ２００ ｍ时ꎬ覆盖数量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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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 ｍ 数字标牌缓冲区下改进的遗传算法迭代图

Ｆｉｇ􀆰 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ｕｎｄｅｒ ａ ２００ 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ｇｅ ｂｕｆｆｅｒ

　 　 因此ꎬ将数字标牌缓冲区尺度设为 ２００ ｍꎬＰ 设为 １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２ ５００ꎬ进行多组对比实

验. 改进的遗传算法的迭代图如图 ４所示. 随着迭代次数增加ꎬ数字标牌覆盖受众数量首先经历一个快速

上升阶段ꎬ随后增长速度显著减缓ꎬ曲线迅速趋于平稳. 曲线趋于平缓ꎬ表明算法已达到最优解[３１] . 当 Ｐ
值为 ２ ５００时ꎬ算法已趋于收敛ꎬ表明结果已接近最优解ꎬ继续增加迭代次数不再能显著增加覆盖受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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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ꎬ额外的计算成本也无法带来相应的性能提升.
表 ３详细给出了缓冲区尺度为 ２００ ｍ 时改进的遗传算法迭代结果ꎬＰ 表示种群规模. 从表 ３ 可以看

出ꎬ随着 Ｐ值增加ꎬ数字标牌覆盖受众的覆盖率和覆盖数量逐渐递增. 当 Ｐ值为 ２ ５００时ꎬ最大覆盖率约为

０.９３ꎬ超过了 ０.９０ꎬ最大覆盖受众数量为 １８５ ０５１. 证明了本文提出的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的正确性与考

虑布设数量、布设成本等约束的优化选址模型的有效性.
表 ３　 ２００ ｍ 数字标牌缓冲区下改进的遗传算法迭代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ｕｎｄｅｒ ａ ２００ 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ｇｅ ｂｕｆｆｅｒ

Ｐ值 覆盖率 覆盖数量 Ｐ值 覆盖率 覆盖数量 Ｐ值 覆盖率 覆盖数量

１０ ０.０１９ ２５９ ３ ８４９ ４００ ０.３６７ ５２６ ７３ ４６５ ９００ ０.５９３ ５２１ １１８ ６４０
５０ ０.０７２ ９６７ １４ ５８５ ５００ ０.４２１ ０５９ ８４ １６６ １ 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５０ １２５ ６０２
１００ ０.１２９ ２７８ ２５ ８４１ ６００ ０.４６９ ９６５ ９３ ９４２ １ ５００ ０.７６９ ８４６ １５３ ８８６
２００ ０.２３９ ９２２ ４７ ９５８ ７００ ０.５１５ ０７０ １０２ ９５８ ２ ０００ ０.８６７ １９８ １７３ ３４６
３００ ０.３０８ ００４ ６１ ５６７ ８００ ０.５５６ ００６ １１１ １４１ ２ ５００ ０.９２５ ７５４ １８５ ０５１

３.３　 模型有效性验证

以覆盖情况和算法运行时间为评价指标ꎬ将改进的遗传算法与已有的遗传算法和 Ｇｕｒｏｂｉ 软件求解结

果进行对比ꎬ结果如表 ４所示.
表 ４　 ２００ ｍ 数字标牌缓冲区下的求解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ａ ２００ 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ｇｅ ｂｕｆｆｅｒ

求解方法 覆盖数量 覆盖率 运行时间 / ｓ

改进的遗传算法 １８５ ０５１ ０.９２５ ７５４ ２２９ ３９ ３００.９２４ ９３
遗传算法 １７９ ０５５ ０.８９５ ７５４ ２２９ １６ ８１６.１３８ ６１
Ｇｕｒｏｂｉ １５８ ７５９ ０.７９４ ２１９ ９０８ ０.３９１ ５９

　 　 使用改进的遗传算法求解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ꎬ其数字标牌覆盖率约为 ０.９３ꎬ最大受众覆盖数量为

１８５ ０５１ꎬ与已有的遗传算法和 Ｇｕｒｏｂｉ两种方法相比ꎬ其覆盖率和最大覆盖受众数量均相对较高ꎬ说明了方

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均相对较高ꎬ但时效性较差.
３.４　 优化选址结果

基于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的数字标牌优化选址结果如图 ５所示. 从图 ５可以看出ꎬ当布设的数字标

牌数量为 １０个ꎬ即当 Ｐ值为 １０时ꎬ考虑布设成本、布设数量等约束ꎬ数字标牌最大覆盖优化选址结果主要

分布于北京站、三里屯、７９８艺术园区等地周边.
当 Ｐ值为 ５００时ꎬ优化选址结果主要分布于中关村、奥林匹克公园、三里屯、北京站等地的周边ꎬ这些

地区分布大量商业中心与大型商场ꎬ人流量大. 此外ꎬ数字标牌推荐投放地点在良乡公园、大兴滨河森林

公园等地的周边也有零星分布.
随着 Ｐ值增加至 ２ ５００时ꎬ优化选址结果总体呈现大杂小聚的分布态势ꎬ主要集中分布于北京市地铁

四环内及五环的环路周边ꎬ零星分布于交通便利的交通枢纽ꎬ北部区域的数字标牌选址结果分布密度高于

南部区域ꎬ东部区域和西部区域选址结果分布密度相当ꎬ但东部区域聚集现象更为显著. 数字标牌选址优

化结果显示了北京市商业发展、人口密度的空间偏向性ꎬ集中分布的地区建筑密度高、人口流量大、经济发

达、交通便利ꎬ涵盖医院、商业中心、学校、政府办公等职能聚集场所.

４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字标牌多尺度影响因子序列、考虑多重约束的数字标牌最大覆盖优化选址模

型ꎬ并对北京市六环路以内区域的数字标牌的空间分布情况、覆盖数量、覆盖率及求解时间进行多方面验

证ꎬ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能够科学有效地提高数字标牌广告投放的覆盖情况. 主要结论如下:
(１)对多源异构的影响因子进行 ５０~２００ ｍ范围内的多尺度空间化ꎬ统一空间基准ꎬ在此基础上构建

了数字标牌多尺度建模因子序列ꎬ结果表明耦合多源异构数据能有效地提高数字标牌布设的科学性.
(２)构建了多重约束数字标牌最大覆盖模型ꎬ当投放数量 Ｐ 为 ２ ５００ 时ꎬ最大覆盖受众数量为

１８５ ０５１ꎬ验证了模型在提升广告投放效益方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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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改进的遗传算法的适应性函数和交叉遗传算子ꎬ提升了全局收敛性及适应性. 当投放数量 Ｐ 为

２ ５００ 时ꎬ数字标牌的最大覆盖率约为 ０.９３ꎬ算法的覆盖效率得到了有效提高.

图 ５　 数字标牌优化选址结果

Ｆｉｇ􀆰 ５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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